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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作模式与村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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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劳作模式”不仅是指获得某种物质利益的生产类型，而且是指向身体经验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方式。运用这个概念，有助于

全面考察村民在特定的生产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身体经验和丰富的感性知识。提出“村落劳作模式”，是为了将村落的物质生产活

动、对外交易活动与其他民俗活动统一于村落认同的身体实践来加以理解。

　　［摘　要］　近代以来，受工业化和城乡市场体系变迁的影响，北京西部农村的农民在
土地耕作之余除了进入工矿企业做工之外，还在副业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中投入更多劳
力，使得不同村落的商品生产走向专业化。在这个过程中，村落集体无论在生产技能还是
在市场竞争能力上都进一步拥有了共通的身体经验，从而增强了村落的认同感。可以提出
“村落劳作模式”的概念，用以观察村落集体在进入市场经济过程中日常生产行为模式的变
化，理解这种变化对于村落共同体的自我认同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民俗学历来关注不同群
体身体经验的文化现象，经由对于村落劳作模式变化的观察，可以深刻体会农民如何参与
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作为，这应该是民俗学参与城乡社会发展研究的一种贡献。

［关键词］　村落；劳作模式；认同；身体经验

一、身体经验的视角

传统的村落社会及其所有的民俗文化都是建立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之上，因此，民俗学应该优
先对于农民在经济活动领域中的行为模式进行描述。我们可以将农民的这一类行为模式称作“劳
作模式”，包括农民如何利用共有的自然资源而进行怎样的生产，拥有哪些生产知识与技能，结成
了怎样的生产组织，形成了怎样的交易方式和消费习惯等生活状况。由于农业生产依赖于以村落
为边界的土地，所以也就形成了具有一定边界的“村落劳作模式”。考察村落劳作模式的历史变
化，对于解释村落社会建构的经济动力和理解村落文化的亲和力来说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
城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村落劳作模式作为村落生存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它的变化直接关系
到村落共同体的巩固或者解体。①

在人类学以往关于中国村落社会组织及其制度的研究中，已关注到宗族、庙会、祭祀圈等现
象，并且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这些研究都是通过宗教性节庆仪式行为的象征和隐喻来理解基层
社会的生活秩序、权力关系与文化认同，而对于农民日常生产与交换行为方式历史变化的描述则
相对少见。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村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开始注重深入理解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互动



的经验，例如关注到礼物流动现象①或农耕生产的合作形式②等，是从日常生活中政治与文化资本
运作的角度，或者人格与道义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村落社会的认同和再生产过程。但是总的说来，

对于村民最为日常和普通的生活现象即生产劳动的实践，目前的村落研究还是没有给予更多的关
注。本文之所以提出关于村落劳作模式的研究，首先是由出于在田野作业中所获得的一种强烈印
象，农民在叙述个人生活史的时候，往往对自己日常劳作的经历保持着最为清晰的记忆，这种记忆
与其他记忆一起构成了他们个人成长的鲜活叙事。其次是由于对当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民俗
学以往所研究的文化现象大多具有身体性的特征，所以似乎可以借用马塞尔·毛斯提出的“身体
技术”这个词来说明民俗。口头讲述和表演、周而复始的集体仪式、身体在各个年龄段被养护和训
练的方式、与身体融为一体的各种生产技术、制造工艺等，似乎都可以补充进莫斯关于身体技术的
举例当中。③ 既然如此，通过关注这些身体技术，民俗学本应该走上对于不同社会里人的生活进行
感同身受的研究道路，而不是满足于对这些身体技术进行文本的记录和分类。但是情况不令人满
意。所以，民俗学者首先有必要对那些通过访谈、观察与体验等手段所获得的资料给予重新的认
识。我认为，可以用“身体经验”这个词来概括这些民俗资料的意义，即指在一定社会生活中个人
和集体的身体实践经验。学者们只有通过对这些身体经验的体会才能全面了解一个社会中人的
生活。④ 按照这样的想法，民俗学者在参与研究村落社会的时候，将不会对各地方农民的日常生产
与交换行动视而不见，相反会试图通过这些行动来感受当地社会的变化。

对于“村落认同感”或者“地方感”的研究，特别离不开具有身体经验性质的相关资料，因为任
何个人或群体在一定社会时空中的位置感，都与他们在各种社会互动关系中的身体实践密不可
分。关于中国农民的“地方感”，人类学者已予以较多地关注。王斯福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主持开展
的一项调查研究，是研究“乡村社会支持体系与地方传统的转型”的课题，其中，他暂时将村落的地
方感理解为是由三种制度所建构，每一种制度都会产生不同边界的地方感。这些制度包括：一、
“自然村”的制度；二、国家与政府的政治制度；三、通过亲属制度和朋友关系而把家户与政府及经
济活动连接在一起的民间组织和制度。作者还根据对不同区域（省）的１０个地方的调查，初步建立
其关于地方感的各种类型和变化强弱的统计模型。⑤ 这一研究是对于地方感与制度之间互相建构
关系的解释，强调要了解当地农民在各种生活实践中的感受。本文的方法与此大体相同，但是所
设置的问题有所不同，本文是对近代以来华北地区农民在市场活动、日常劳作和各种村落合作行
为的生活现象作为统一的身体实践活动来给予理解。

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Ｂｒｙａｎ　Ｔｕｒｎｅｒ）认为，在关心身体的研究中，在本体论的理解上大体存
在着基础主义（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与反基础主义（ａｎｔｉ－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两个视点，前者主要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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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罗红光：《不
等价交换———围绕财富的劳动与消费》，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该书集中考察了华北农
村中村民之间在使用畜力方面的合作形式（“搭套”）与其他各种“农耕结合”形式，进而理解村落共同体在农耕协作上所实现的“全人
格的交流”。

马塞尔·毛斯在《身体技术》中说，“‘身体技术’这个词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根据传统了解使用他们身体的各种方
式。”他从不同社会和阶层行为习惯中发现，“我们到处都处在一系列行为的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合成当中。这些行为在个人
的生活和社会的历史中或多或少都是常见的和古老的”。马塞尔·毛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余碧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３０１、３１８页。

西方的民俗学最初从研究口头传统、信仰行为等民俗入手，就包含了对于身体的关切，但是这种朴素的关切并没有能够很
快转变为自觉的学科意识。近２０年以来，一方面受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受社会学、人类学有关身体研究经验的
影响，民俗学开始把身体实践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参见彭牧：《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民俗研究》２０１０年
第３期。

王斯福：《什么是村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江苏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９１－３２７页。



是活生生的身体概念，后者的研究重点则放在身体所展示的话语之上。① 这两个视点事实上都与
本文所提出的“村落劳作模式”有关，村落劳作模式作为集体的身体行为现象，不仅是指学者所观

察到的某种村落经济结构的类型，而且是指村落集体在生产与交易领域里协调一致而主动做出选
择的行为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固然要看到村落集体是在一定经济社会关系的前提下行动的，但

也要看到他们对于一定经济社会关系具有参与建构的力量。从今后的民俗学特别需要关注鲜活
的个人生活史来说，特纳所说的基础主义的视点尤其不应该被忽视。

特定村落劳作模式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必然是村民彼此之间不断交流身体经验的过程，因此

那些被口传身授的日常劳作的知识、技能和各种故事等，都可以看做是表达他们身体经验的不同
民俗形式而已，②因此本文十分重视对这些民俗资料的运用。此外，为更好地理解这些口述的民俗

资料，认真解读已有的地方史文献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与学界同行和
与当地民众形成有益的对话。

二、北京城乡经济结构的近代变化

近代以来，受工业化的影响，华北地区许多村落，特别是靠近城市和矿山的村落，其生产与交

换活动纷纷卷进与全国和国外连接的市场体系当中，原有各项产业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升。北京

西部农村的农民在土地耕作之余，除了进入工矿企业作短期工人之外，多在副业生产当中投入了
更多的劳力，以发挥本村原有副业生产在资源、技术和成本等方面的市场竞争能力，渐而在区域市

场中形成了以村落为主体的专业化生产。例如，房山区长沟镇地区流行的谚语“七贤村的篮子，沿

村的筐，太合庄的小车一大帮”，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为理解当地人的这种经历，需要先从一些文献资料中整体地了解近代以来北京郊区农村经济

生活的变化。在１８６０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北京城内与周围乡村之间一直保持着单方向流动的
需求与供给关系，即郊区和近畿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矿业、运输业等，皆为京城的庞大消费而组织

生产和服务。当然这种单向的供需关系并非绝对，有学者认为，明清之际已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
“北京经济圈”，即北京作为超级消费城市，固然需要外地的大量输入，但是它与周围地区已经有了
互补关系的产出，城内有了商业、手工业的长足发展，而直隶各州县也有了相当数量的粮食生产，

特别是北京粮食市场价格的低昂还直接受京郊农村生产丰欠的影响。③

１８６０年以后，天津作为洋务运动基地和被迫开埠的港口，迅速成为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影

响了整个区域的商业竞争。例如华北农村成为了天津进口洋纱、洋布的主要销售市场，另一方面

也促使华北农村大量种植用于出口的棉花，迅速成为了棉花专业区。④ 北京郊区村落社会，面对市
场的日益扩张，也根据自身在农副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运输业服务等方面的潜力和资源，主动地

投入到商品生产与交易当中。

首先，由于郊区产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工矿业的比重增加，这就为农村人口进入第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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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０－３１页。

顺便指出，民俗一般是人们在日常劳作与交往中直接由身体创造和传承的文化现象，因而从切身经验上具有促成社会认同
的强大力量。但是在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却缺乏这种认知，使得保护工作未能充分根据当地民众对民俗
文化不断变化的理解与感受，还造成了一部分地方民众作为民俗主体与民俗相脱离的现象。本文的思考也与对于这一工作的批评
有直接关系。

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７０－７８页。

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５页；樊如森：《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１８６０—１９３７）》，东
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９－２２７页。



空间提供了机会。特别是京西煤矿在接受了外国的资本与技术之后，生产规模大幅度提高。① 因
此，周围地区的许多农民都在农闲之时加入煤矿生产的劳力大军，或进矿挖煤，或牵骆驼运输煤
炭，或编制装煤的荆筐②等。这就促成了村落的生产从单一农业向多种产业组合的方向转变。

这在北京西部山区表现得尤为明显，那里的村民原来基本是依靠在坡地上种植杂粮，在山上
培育干果树和采集野生作物为生，但在附近出现大型煤矿的情况下，村里的青壮年纷纷在农闲时
间，即农历五月至十月，到煤矿做工，俗称“走窑”。③ 房山县城西的饶乐府村，每年有“九月庙”庙
会，窑主借此庙会前来招工，可向穷苦农民预付部分工钱，由保人作保，签下生死契约，下井时间是
九月初一至翌年五月初一。④

其次，市场经营商品的变化与社会消费习惯的改变相互发生作用。由于农民在各级集市上越
来越多地购买各种工业品，包括棉布、煤油、火柴等，以往主要是向城市人提供农副产品的农民，现
在也成为接受城市近代制造业产品的消费大众。城乡之间结成了互为产地和互为市场的新型经
济结构。一些农民还通过转销或代销各种工业品，或者从事维修服务业，使得他们的农民身份发
生了微妙的变化。

再次，郊区原有的农业、副业和手工业，在城乡市场的变迁过程中也不断寻得新的发展机会。

如丰台的“花乡十八村”，是著名的鲜花产地。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金代，⑤明时《帝京景物略》中说
这一带“土以泉，故宜花，居人遂花为业。都人卖花担，每辰千百，散入都门”。⑥ 近代以后，花乡的
花卉进一步赢得城市居民的青睐。⑦ 再如朝阳区高碑店村，是通惠河“平津上闸”边上的村落，在清
中叶以前，各户男人以“扛大个儿”即搬运漕粮为业。后来由于通惠河淤塞，漕粮改为陆路运输，村
民被迫改变生计，开始在北京城里贩卖鲜鱼和小金鱼，还在市场上形成了自我保护的组织，有几位
领头人被叫做“八大锤”。⑧ 远郊区还有很多粮食、果品和其他特产等传统生产基地，例如西山一带
的石料开采及石灰烧制，通州一带的黄麻种植，从东西两面向北京提供建筑和修缮所必需的材料。

由于京郊农村在各种生产上普遍关系到京城百姓的日常消费，因此山西等地和本地商人阶层
都积极在北京郊区设店、辟业。如东郊的东坝村，据当地老人回忆，民国时期已有商铺一百零八
家，横贯东西的一条老街。⑨ 大部分粮商来自晋中的太古、榆次，他们通过当地的“斗局子”进行交
易，转卖到京城，还以东坝西门的“财神会”作为会馆联谊的地点。瑏瑠 此外还出现商人对某些传统官
办产业的投资，如在房山大石窝，同治年间已有本地商人创办“泰衡石局”，接替原来山西商人的
代办。瑏瑡

总之，近代以来华北地区农业的商品化趋势，给北京周围村落的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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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得村民的劳作模式进一步向复合化、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变化。①

三、劳作模式：村落社会的身体认同

但是，村落劳作模式的调整与创新，并没有造成村落的松散化，村落的认同感反而得到了巩固
和增强。在此，可将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集附近的一个村庄———沿村作为个案观察的对象。长沟集
是设在长沟镇长沟村的著名集市，处在北京市和河北省交接要道之节点。其中的东长沟村，有一
座三义庙，据传建于明代，是为生于涿州的刘备、张飞及其结义兄弟关羽而建。附近的南正村建有
清帝王拜谒西陵途中的第二座行宫，乾隆皇帝多次驻跸长沟留下吟咏。长沟集是个大集，老人们
回忆清末民国时，比现在还繁盛。集日，在号称东西十里的街面上，人山人海，粮食市、牲口市、鲜
菜市、农具市等一应俱全，街上近３０家商号也繁忙起来，其中最多的是粮行、布行、肉行等。商贾既
有本地人，也有来自京城、天津和山西、河北近畿各县的人。长沟村周边的几个村落受益于长沟的
集市，形成了特有商品的生产，所以才有了“七贤村的篮子，沿村的筐，太合庄的小车一大帮”这样
的民谚。

民谚中提到的沿村，根据老人们的说法，它的形成至晚是在清代初年。与华北大多居住密集
型的村落不同，沿村居住相对分散。可能是由于各姓家户是以不同的等级身份迁来本村，所以才
分开居住。称为“街里”的聚落中住的是邵、白、张等姓，而王家坟、汪家坟分别住有王姓、汪姓，他
们都是为八旗贵族看坟的人家。

１９４９年前，沿村共有耕地２３４７亩，其中旱地１８１７亩，稻田５３０亩，人均耕地１亩多。旱地主
要分布在村落四周，以村北为多；稻田集中在泉水河两岸。１９４９年后经平整土地，一些低洼易涝地
得到改造，又增加稻田７０多亩。沿村地力不算肥沃，但因兼有旱地和水田两类作物，所以无论旱涝
都有收成。泉水河一年四季常流不息，即使在旱年，沿村人也可以引泉水河的水灌溉稻地获得收
成；七八月份雨季来临，河水暴涨，但沿村因地势之利，暴涨的洪水很快便会退去，不会形成大的洪
涝灾害，沿村的农业生产基本能够旱涝保收。

据老人们回忆，编筐作为沿村特有的传统手艺，至少在清末已经形成。每一年大秋以后，沿村
人开始去山里采割荆条，经过浸泡、加工、磕杈等工序后，将其编织成筐、篓、篮、筛等生产生活用
具。妇女手劲小，一般不从事编织，只帮忙修剪枝杈，编织活由男人完成。

沿村周边的乡村也有零散的编筐艺人，但无论是从编织的技艺、种类还是从规模来说，都比不
上沿村。至解放前夕，沿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家户从事编筐业，编织的种类达二三十种之多。沿
村荆编以其精湛的技艺、齐全的种类，在房山、涿州一带享有盛名。沿村的荆编制品主要销售到房
山东南部平原和涿州北部一带，少量贩运到北京和天津。

沿村编筐业的兴起，与其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沿村人既可以去山里采集编筐原材
料———荆条，又可以借助道路之便出外销售荆筐。由于拒马河的支流北泉水河流经村西，村人称
“西河沿”、“西大河”，故有沿村之村名。此河水不仅为沿村稻地提供了灌溉之利，也为编筐的一道
重要工序———浸泡荆条提供了必备条件。明清以来房山矿业尤其是煤业和烧灰业的兴盛，带动了
沿村荆编业的发展。荆编的“拉煤筐”是一种长方形的扁筐，需求很大。此外，１９５０年以前沿村还
有不少的家户专门生产“端筐”，就是用手来端起的筐，专供周口店一带的石灰窑使用。至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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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只是在北京郊区，在作为天津港口腹地的广大华北地区，由于受到出口大宗农、牧产品需求的影响，也形成许多新的村落
劳作模式。比如在束鹿县辛集镇建成皮毛皮革交易市场，附近村落分别从事皮毛皮革的加工业，特别是形成了一些生产皮鞭的专业
村；安国县著名的中药材集市兴盛起来，带动了周围村民从事药材种植、贩运和经纪人的行业（李正华：《乡村集市与现代社会———２０
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６５页）。再如，经天津出口的干果，包括杏仁、红枣、黑枣、核桃、花生、

瓜子、栗子等，数量不断增长，因而影响华北山区和平原的许多村落都扩大了干果的种植量（吴松弟等：《港口—腹地与北方的经济变
迁（１８４０—１９４９）》，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９０年代初，沿村的编筐开始走下坡路，主要原因是塑料制品的冲击。现在年轻人中已没有人愿意

学编筐，村中岁数最小的编筐人也都在５０岁以上，沿村编筐的老手艺正面临失传的命运。①

可以看出，沿村人集体从事编筐这一行业，其主要动因是近代市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上所发

生的重要变化，也就是说，随着这一地区煤矿业、石灰业和运输业的兴盛，荆编的销售量曾经有一

个迅速增长的时期。由于这个机遇，使得沿村人普遍进入了荆编生产。②

沿村人还记得，如果在农闲时“走窑”，会比编筐挣得钱多，钱来得也快。另一方面，编筐劳动

也很辛苦，上山割荆条，背回来，浸泡，削杈，到最后的编织，要花费很多时间。编筐又是脏活儿，从

水里捞出的条子味道很臭，称为“臭条子”。但是多数的沿村人还是选择了编筐，觉得过这样的日

子比较安稳和踏实，不会像“走窑”那样危险。

虽然在其他村里也有编筐的人，但是在沿村，编筐成了几乎所有男人的手艺，也是他们“成家

立业”的标志。编筐人绍璞回忆说：

我结婚那会儿，我父亲７２岁，母亲６０岁，我是家里的独子，别提生活负担有多重了。你娘

是坐轿子过来的，打她以后就不兴坐轿子了，这结婚的钱全是从亲戚那儿借来的，等到结完婚

后，我母亲一算账，发现欠了２０多元的债，偷偷大哭了一场。怎么办呢？这父母年纪大了，又

是刚刚结婚，不能出去，只能找一份守家待业的活儿，干什么呢？那就编筐吧。我父亲不会编

筐，我找我叔叔学的编筐。这编筐又不需要什么本钱，钱也来得快，说是“早上没饭吃，晌午就

有马骑”。过去筐也好卖，编几个背筐，拿出去卖了马上就有活钱了，一点一点地把卖筐的钱

攒起来填饥荒。这一编就是一辈子！③

可见，沿村人是把编筐看作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大选择。经由这种选择，他们也增强了

跟自己的家人和家族中其他成员共渡难关的感受。编筐也影响了村落共同的信仰，由于沿村人要

经常到北边的山上割荆条，所以他们特别相信有山神爷的存在，认为它可以保佑村民上山时不会

被狼吃掉。传说山神的坐骑是狼，你上山的时候，有时会看见远处有一群人，走近时一看原来是一

群狼，不过，转眼就不见了。

沿村还特别有“山神会”，这在其他村里并不多见。１９４９年以前，村里的山神会已经发展有七

八个。每个山神会都是由十几户人家组织起来，选一户人家作“香头”，秋天时由香头这家人负责

喂养一头半大的猪，等到年底杀掉。正月初一早上，各道山神会一起到村北的一个小山岗，献上整

猪，举行向山神跪拜的祭礼。祭拜之后，各会到香头家聚餐，把用于献祭的那口猪吃掉。饭后，还

要商量明年由谁来当香头。

伴随着村落劳作模式的改变，一个面向山神顶礼膜拜的古老仪式也被再次发明出来。对此，

我们可以解释为这是村民在以神秘的身体表演来深刻感受村落的共同利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

在房山北部的山区里，“河套沟”，每年就举行“二月二”的黑龙关庙会，由“上六山”和“下六山”两大
“合会”，分别组成进香表演的队伍，称作各个“会筒”，遵循狮子会———吵子会———大鼓会———音乐

会的排列顺序，前往龙王庙，举行酬神仪式。这个庙会是在清末、民国期间兴盛起来的，而正是在

这一时期，河套沟的各村都变成了在农闲时以“走窑”为业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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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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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于沿村基本历史情况的交代，参考了蔡磊：《手艺劳作模式与村落社会的建构———房山沿村编筐手艺的考察》，北京
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年。

沿村人编出来的荆条筐虽然也能销售到比较远的地方，但是没有能够成为出口贸易市场上的重要商品，因此也没有形成多
村落的区域化专业生产的规模，这与华北农村某些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商品化情况有所不同。例如，小麦产区的农民用麦秆编成的草
帽辫，成为重要的工艺品原料而大量出口。樊如森：《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１８６０—１９３７）》，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７年，第２７２－２７６
页。

讲述人：邵璞，男，７１岁。转引自蔡磊：《手艺劳作模式与村落社会的建构———房山沿村编筐手艺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年。



一个村落里每户人家的谋生方式，固然有一定差异，但是在整体上却往往形成共同的选择，原
因在于村民所拥有的资源、技艺和在市场网络中的位置，都是相同的。村民共同选择某种特殊谋
生方式的情况，在近代以来的房山地区表现得十分普遍。这些谋生方式，往往是被相邻的村落也
一样地加以选择，从而形成了若干共同区域性的村落劳作模式。这种情况与沿村的编筐有所不
同，因为前者所进入的市场更加广阔，不像沿村的编筐更多受到当地市场的制约，最多是经由当地
市场对外销售。① 这些在粮食种植之外兼从其他生业的劳作模式之所以能够建立并进而发生改
变，除受一定自然环境、人口流动等因素影响之外，几乎都与市场的活跃程度及商品结构变化的制
约相关。而就村民的感受而言，他们的劳作经验还关系到村落的声誉。从荆条筐所占市场份额来
说，每一个村民都必须考虑到沿村人的编筐的质量和交易公平的信誉。我在沿村曾经与一位７０多
岁的老人聊天，他近年来已经不再编筐，但是他的双手却留下了终生不可能康复的残疾，每一根手
指都是弯曲的，那是由于长年拉扯荆条而造成的结果。他情不自禁地对我说，看到现在村里人到
集上卖的筐，“真是看不下去！”意思是那些筐的质量远不如从前，是给沿村丢了面子。从老人的话
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鲜明的道义感和对于过去岁月的留恋，这种情感既源自村落生产的传
统，也源自进入市场交易的经验，都变成了刻骨铭心的身体记忆。

总之，从房山区村落社会劳作模式在近代以来的变化来看，由于依托土地的农业耕作仍然在
整体劳作时间中占有很大比重，也由于从事商品生产或者从事服务业仍然要以村落作为基地，即
便是外出打工，村落也是他们周而复始出发和回归的家，所以村落劳作模式的调整、改变，都没有
从根本上给村落的生活秩序造成大的冲击。尽管在资源竞争与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村落
认同感的维护会受到一定的挑战，但是，村落认同感也进一步成为村民在与市场上其他对手竞争
过程中的情感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作为象征村落秩序与认同感的庙会仪式活
动会兴盛起来的根本原因。当然，庙会的兴盛也与村落物质条件相对改善，村民力图扩展各种人
情关系的目的有关。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村落社会不仅没有解体，而且还得到了巩固，主要是因为村落合作在市场
竞争中发挥出了以往不曾有过的作用。加入市场竞争的经验，特别是与外部世界的更多接触，还
使得村民对家乡和村落的情感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当然，这一历史过程并非如此简单，比如，国
内国际的政治动荡和战争风云都使得这个过程变得非常曲折。今天，当村落社会进入到城市化过
程加快进行时期，当农民开始脱离土地的时候，村落将会是走向解体，还是走向新生呢？这已不是
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从身体经验的理论视角，将民俗学方法运用于村落社会发展与变革
的研究，还应该继续下去。

［责任编辑　张士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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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房山区内，共同区域性的村落劳作模式主要有：１．山区村落的保养果木和贩运山货；２．山区和附近平原村落的走窑、烧
灰；３．平原交通要道附近村落的养骆驼和拉骆驼运输（骆驼在夏天，要送到口外去养）；４．拒马河河谷地带村落的一年一度“搭桥拆
桥”和“拍鱼”（一种捕鱼方式）；５．永定河一带村落的“当河兵”和“烧盐烧碱”（盐碱地的利用）；６．琉璃河流域村落的“扛大个”（搬运）；

７．县城附近村落的集市贩卖和各种手工制作。至于区内像大石窝村的采石和石雕，高庄的“贡米”水稻种植等，由于受产地自然条件
的制约，其村落所拥有产品类型和建立起来的村落劳作模式就只能是个别现象。


